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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变化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卫生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

特征，本文改进了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法，该改进模型有助于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分析

人口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一方面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

另一方面区分了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的各自影响，最终把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细

分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三项。使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法，本文

测算了 1990-2020 年间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变化的贡献。测算结果

显示，人口结构因素对该比重提高的合计贡献率达到 77.8%，其中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

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分别为 58.3%、14.8%和 4.7%。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人

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同特点。首先，城镇化是过去 30 年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提高的

主导因素，且其作用在不同时期保持稳定。其次，年龄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

阶段性差异：分区域来看，尽管农村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但农村年龄结构

对卫生费用的影响远低于城镇地区；分时期来看， 2010 年以前，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农

村，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并不突出，但 2010 年以来，随着城镇老龄化开始加速，年龄结构

的整体影响显著增大，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镇，预计未来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将快速增大。最后，测算结果还表明，扣除年龄结构影响后，城乡卫生支出的

城乡二元结构现象最近 10 年来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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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中卫生支出比重的变化是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重要经济后果之一。用于衡量整体

经济中卫生支出水平的常用指标是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以下简称为“卫生费用占比”）

①。近年来，中国的卫生费用占比不断波动上升，其中 1995 到 2020 年，该比值从 3.5%提

高到 7.1%，提高了超过 1 倍（见图 1）。 

导致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因素可以总结为人口因素和非人口因素两大类。在人口因素

方面，主要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等（相关文献综述详见第 2 部分）。在非人口因

素方面，已有研究中提及较多的因素包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1-2]、医药管理政策[3]、环

境质量[4]以及医疗技术进步[5]等。此外，还有学者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因素

和非人口因素的不同组合如何推动卫生费用增长[6]。 

在卫生费用占比波动提高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同步发生着巨大转变，尤其体现

在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两大方面。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1978

年的 4.4%，缓慢上升到 1995 年的 6.2%，此后开始加速上升，到 2020 年达到 13.5%；从城

乡结构来看，城镇人口比重从 1978 年的 17.9%，先以相对较慢的速度增加到 1995 年的

29.0%，此后开始加速上升，到 2020 年已达到 63.9%（见图 1）。 

 

 

图 1  中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变化和人口结构转变情况（1978-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 

 

                                                   
① 其中卫生总费用包括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为了让表述更加紧凑，正文剩余部

分将使用“卫生费用占比”来指代“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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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人口结构和卫生费用占比自 1990 年代以来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这两者均呈同向变化，但在整体人口结构呈现线性变化的同时，卫生费用

占比的上升则呈现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影

响规律，并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基于中国国情对因素分解方法进行改进，使其更适用于对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的分

析。在改进的分解模型下，本文将重新测算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总

体上，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在研

究其人口结构转变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时，需要关注哪些区别于成熟经济体的特征？在

构建因素分解模型时，如何体现这些特征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特征因素后，人口结构因素

对中国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不同的人口结构因素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

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和卫生费用占比变化之间关系的认

识。 

 

二、文献评述 

 

本文目的是定量测算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与本研究相关程度最高的

有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分析了导致中国卫生费用上涨的人口结构因素，第二类文献对不

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大小进行了量化和比较。分别对这两类文献进行总结后，本部分还

对现有研究的改进方向进行了讨论。 

1.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的相关分析 

一般认为，对一国卫生费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口结构因素是年龄结构；在中国，不少研

究还发现人口的城乡结构也对卫生费用有重要影响，且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两者之间还存在

交互作用。 

首先是年龄结构的影响。虽然对老龄化引起卫生费用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还存在一定争

议，但国内外研究均普遍认可老龄化促进了卫生费用的上涨。国外研究在对各种导致卫生费

用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后认为，老龄化可以通过不同变量间接影响卫生费用，因此老龄

化依然是卫生费用上升的主导因素[7]。国内研究中得到类似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加深会显著促进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8]；还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在高额医疗

支出群体中的占比逐年增加[9]；微观样本的研究还发现老龄化会大幅提升家庭医疗卫生支出

[10],或者发现年龄增长对卫生服务需求和卫生费用有显著影响[11]。 

其次是城乡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卫生支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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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数据分析显示，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其中农村居民处于

不利地位[12-13]。因此，人口的城乡结构转变，即城镇化，将使卫生费用面临上升的压力。上

述观点也得到了宏观层面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14]。 

最后，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这两个因素对卫生费用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交叉影响。在对

中国卫生支出微观结构的研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典型事实是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

用随年龄增长的趋势并不一致，这意味着城乡结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如在对农

村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农村老年居民反而占用了较少的医疗资源，这个特征和城镇地区存在

显著差异[15]；此外，还有学者分别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也发现，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存

在明显的城乡差异[16-17]。 

2.不同因素定量影响的相关分析 

在确定了可能影响卫生费用的人口结构因素后，不少学者尝试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大小进

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相关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类：因素分解法和回归分析法。 

在使用因素分解法进行的研究中，一般先利用人口结构数据和细分人群的卫生支出数据

来构建卫生费用的表达式，然后通过对该表达式进行因素分解而得到不同因素的定量影响大

小。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较早的此类研究使用美国分年龄卫生

费用数据，测算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美国卫生费用增长的影响[5]。此外，其他学者也使用

这种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8]。国内较早的

研究中，学者通过因素分解法总结出人口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因素是导致卫生费用上涨的

主要影响因素[19]。随后，还使用该方法分析了老龄化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计算出 1978-

2000 年间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不到 5%，但同时该研究也指出老龄化对卫生费用

增长的贡献率存在很强的阶段性差异，其影响到 2020 年以后将大幅提高[20]。较近期的研究

中，有学者使用因素分解法测算了 1982-2011 年间人口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率，

结果显示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一共不到 3%[21]。另一些学者利用人口

普查数据对 1982-2010 年的研究则显示，年龄结构因素对于卫生费用占比增长的贡献率正在

逐步提高[22]。总体来看，上述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人口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增长具有一定影

响，但在中国，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因素分解法研究一般都

以整体人口的年龄结构作为分解对象，意味着这些研究中都假定了一国全部人口的卫生支出

随年龄的变化都服从同一个规律，但这一假定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存在明显城乡二元

结构的发展中经济体。 

在使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的研究中，一般使用省级数据，对包括人口结构因素在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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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分析。这一类研究不少都引入了年龄结构以外的其他人口结构因素。

如利用 2003-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老龄化的影响不到 4%[16]；而

使用北京市 2008-2014 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对人均医疗费用增

长的贡献率为 5%左右[23]；还有研究使用 2003-2013 年的省级数据，比较了不同因素对于医

疗费用增长的影响，认为城镇化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老龄化则最小[14]；更近期

的研究中，研究者对 2011—2018 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老龄化对卫生支出

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老龄化的正向影响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更为显著，这个

结果实际上也说明了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影响之间存在交互作用[24]。整体来看，使用回归分析

法的研究显示，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等人口结构因素都对卫生费用存在影响，但因为在模型

设定、变量选取和样本时间段选择上的不同，不同研究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得到全面

和稳健的结论。 

3.已有研究的启示 

对引起中国卫生费用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进行的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跟其他国家类似，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卫生费用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和卫生费用之间

的关系存在一些不同于成熟经济体的特点：（1）跟发达国家已完成城镇化且城乡高度一体

化不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城镇化，且一直存在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包

括城乡之间存在的医疗服务不平等现象；（2）虽然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地区，人均卫生费

用都随老龄化而有所提高，但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农村老年居民卫生支出随年龄而提高的程度远低于城镇老年居民。上述两个特点意味

着在研究人口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时，必须对已有的成熟模型作相应改进以使其适应

中国的实际情况。 

为了反映这两个特点的影响，已有研究中主要使用回归分析法。虽然回归分析法对于数

据的要求相对较低，但该方法的结论易受到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样本选择等问题的影响。

模型设定方面，因为不同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存在不可忽视的交互作用，这可能

导致常见的回归分析出现参数估计偏误。在变量选取方面，一些人口结构因素如年龄结构，

其内部特征比较复杂（比如卫生支出随年龄的变化并非线性关系），只使用如老年人口比重

等少数指标并不能涵盖年龄结构的全部影响。在样本选择方面，回归分析法测算的是样本期

间的平均效应，而中国正处于较为剧烈的人口和社会转型进程之中，使用不同时间段样本进

行分析得到的结果会出现较大差别。综上，使用回归分析法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会遇到较

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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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因素分解法有可能克服回归分析法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但常规的因素分解法

因为没有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其结果也同样可能存在偏差。跟回归分析法相比，因素分解

法更有利于全面测算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能纳入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也便于对任意

年份之间的变化进行分解而不受样本区间选择的影响。但是，因素分解法也存在如下困难：

（1）该方法对基础数据要求较高；如为了能分解出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不仅需要有分年

龄人口数据，还需要有分年龄人口的微观卫生费用结构。（2）使用因素分解法时，如果某

些因素被忽略，则这些因素在分解过程中会因其不能识别而被归为“剩余项”，即归因为其他

因素，同时该因素跟已有解释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会被忽略掉。如对中国卫生费用进行因

素分解的不少研究中，往往只识别了年龄结构的影响而没有对城乡结构的影响进行识别，这

就导致一方面把年龄结构以外的其他人口结构因素如城乡结构等都归为其他因素，从而大大

高估了非人口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无法识别出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

也会导致其错误估计了年龄结构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回归分析法相比，因素分解法更适用分析人口结构因素

对卫生费用的影响；但是，常规的因素分解法在分析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且存在

显著的城乡二元差异的国家时，也暴露出其短板。因此，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

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因素分解法进行改进，以引入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和快速城

市化这两个重要特征。 

 

三、改进的因素分解法模型 

 

本部分将构建一个改进的因素分解法模型，以使其适用于在中国的特殊场景下，分析

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该模型构建的整体思路如下：首先要体现卫生费用

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就必须分别构建起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的分解方程；同时，由于城

乡差异的存在，城镇化必然会对卫生总费用产生影响，此时在把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加总

的过程中引入城镇人口比重这一参数，就可以引入城市化这一影响因素。下面是模型的具

体构建过程，整个过程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确定模型的分解对象。本文要研究的是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分解对

象也应该是一个结构性变量，衡量一个经济整体卫生支出强度的最常用结构性变量是卫生

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卫生费用占比），因此本文也以该变量作为分解对象。为了方便后

面引入城乡卫生支出的二元结构特征，把该比重进一步分解为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两个部分，如式（1）所示。同时，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也分别可进一步表示为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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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体的卫生费用之和，如式（2）和（3）所示。具体如下： 

𝐻𝑡 𝑌𝑡⁄ = 𝐻𝑢,𝑡 𝑌𝑡⁄ + 𝐻𝑟,𝑡 𝑌𝑡⁄              （1） 

𝐻𝑢,𝑡 = ∑ ℎ̅𝑎,𝑢,𝑡 ∙ 𝑁𝑎,𝑢,𝑡
𝑀
𝑎=1              （2） 

𝐻𝑟,𝑡 = ∑ ℎ̅𝑎,𝑟,𝑡 ∙ 𝑁𝑎,𝑟,𝑡
𝑀
𝑎=1              （3） 

其中𝐻𝑡，𝐻𝑢,𝑡，𝐻𝑟,𝑡分别表示 𝑡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𝑌𝑡

表示 𝑡年全国 GDP。
, ,a j th

ℎ̅𝑎,𝑖,𝑡表示 𝑡 年 𝑖 区域第 𝑎 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𝑁𝑎,𝑖,𝑡
, ,a j tN

表示相应

群体的总人数，下标 𝑡 代表年份，下标 𝑖 代表区域（𝑖 = 𝑢为城镇，𝑖 = 𝑟为农村，以下

同），下标 𝑎 代表年龄段（一共分成 𝑀 个年龄段）。 

第二步，将不同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标准化。在城镇和农村，我们分别选取该区域第

 年龄组群体（𝑎 = 𝛼）作为基准年龄组，把各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除以基准年龄组的

人均卫生费用，即得到各年龄组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我们假定该数值不随时间而变化，

即有： 

�̅�𝑎,𝑖 = ℎ̅𝑎,𝑖,𝑡 ℎ̅𝛼,𝑖,𝑡⁄                （4） 

其中，�̅�𝑎,𝑖是 𝑖 区域第 𝑎 年龄组相对于区域基准年龄组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反映该

区域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要衡量基准年龄组人均卫生费用的变化。

我们把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都分别表示为起始年人均卫生费用和历年增

长因子的乘积，即： 

ℎ̅𝛼,𝑢,𝑡 = ℎ̅𝛼,𝑢,0 ∙ ∏ (1 + 𝑔𝑢,𝜏)𝑡
𝜏=1      （5） 

ℎ̅𝛼,𝑟,𝑡 = ℎ̅𝛼,𝑟,0 ∙ ∏ (1 + 𝑔𝑟,𝜏)𝑡
𝜏=1      （6） 

其中，ℎ̅𝛼,𝑢,𝑡和ℎ̅𝛼,𝑟,𝑡分别表示 𝑡 年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ℎ̅𝛼,𝑢,0和

ℎ̅𝛼,𝑟,0表示起始年的人均卫生费用，𝑔𝑢,𝜏和𝑔𝑟,𝜏则表示该基准年龄组人均卫生费用在第 𝜏 年

的增长率。由式（5）和（6）可知，模型中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可以有

不同的增长速度，从而可以刻画城乡卫生费用变化的差异。下面要加总得到城镇和农村的

卫生费用。把式（4）代入式（5）和式（6）后，再分别代入式（2）和式（3）后，城镇和

农村卫生费用可分别表示如下： 

𝐻𝑢,𝑡 = ℎ̅𝛼,𝑢,0 ∙ ∏ (1 + 𝑔𝑢,𝜏)𝑡
𝜏=1 ∑ �̅�𝑎,𝑢 ∙ 𝑁𝑎,𝑢,𝑡

𝑀
𝑎=1     （7） 

𝐻𝑟,𝑡 = ℎ̅𝛼,𝑟,0 ∙ ∏ (1 + 𝑔𝑟,𝜏)𝑡
𝜏=1 ∑ �̅�𝑎,𝑟 ∙ 𝑁𝑎,𝑟,𝑡

𝑀
𝑎=1     （8） 

第三步，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 GDP 的比重进行因素分解。首先对城镇

卫生费用占全国 GDP 的比重进行分解，把（7）式两边同时除以 𝑡 年 GDP，并代入人口

结构和细分人群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等变量，我们可以分解出 𝑡 年城镇卫生费用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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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比重的因素分解方程： 

𝐻𝑢,𝑡 𝑌𝑡⁄ = [ℎ̅𝛼,𝑢,0 ∙ ∏(1 + 𝑔𝑢,𝜏)

𝑡

𝜏=1

∑ �̅�𝑎,𝑢 ∙ 𝑁𝑎,𝑢,𝑡

𝑀

𝑎=1

] (�̅�𝑡𝑁𝑡)⁄  

= [ℎ̅𝛼,𝑢,0 ∙ ∏(1 + 𝑔𝑢,𝜏)

𝑡

𝜏=1

∑ �̅�𝑎,𝑢 ∙ 𝑁𝑎,𝑢,𝑡

𝑀

𝑎=1

] (�̅�0 ∙ ∏(1 + 𝑔𝑦,𝜏)

𝑡

𝜏=1

∙ 𝑁𝑡)⁄  

= (ℎ̅𝛼,𝑢,0 �̅�0⁄ ) ∙ ∏ (
1 + 𝑔𝑢,𝜏

1 + 𝑔𝑦,𝜏
)

𝑡

𝜏=1

∙ 𝜇𝑡 ∙ ∑ (�̅�𝑎,𝑢

𝑁𝑎,𝑢,𝑡

𝜇𝑡 ∙ 𝑁𝑡
)

𝑀

𝑎=1

 

= (ℎ̅𝛼,𝑢,0 �̅�0⁄ ) ∙ 𝜇𝑡 ∙ ∑ (�̅�𝑎,𝑢𝑛𝑎,𝑢,𝑡)𝑀
𝑎=1 ∙ ∏ (

1+𝑔𝑢,𝜏

1+𝑔𝑦,𝜏
)𝑡

𝜏=1    （9） 

其中，�̅�𝑡为 𝑡 年的人均 GDP，�̅�0为起始年的人均 GDP，𝑔𝑦,𝜏是第 𝜏 年的人均 GDP 增

长率；𝑁𝑡为 𝑡 年全国总人口，𝜇𝑡为 𝑡 年城镇人口比重，𝜇𝑡 ∙ 𝑁𝑡表示 𝑡 年城镇总人口，

𝑛𝑎,𝑢,𝑡 =
𝑁𝑎,𝑢,𝑡

𝜇𝑡∙𝑁𝑡
 则表示 𝑡 年城镇居民中第 𝑎 年龄组人群的比重。 

为了方便后面的分析，我们进一步把（9）式的不同部分进行整理得到其简化表达式：  

𝐻𝑢,𝑡 𝑌𝑡⁄ = �̅�𝑢 ∙ 𝜇𝑡 ∙ 𝐷𝑢,𝑡 ∙ (1 + 𝑔𝑢𝑦,𝑡)    （10） 

其中，�̅�𝑢 ≡ ℎ̅𝛼,𝑢,0 �̅�0⁄  是起始年城镇基准年龄组人均卫生费用与当年全国人均 GDP 之

比，为常数；𝜇𝑡是城镇人口比重，代表了人口城乡结构变化即城镇化的影响；𝐷𝑢,𝑡 =

∑ (�̅�𝑎,𝑢𝑛𝑎,𝑢,𝑡)𝑀
𝑎=1 是城镇全体人口相对于城镇基准年龄组的加权人均卫生费用倍数，代表了

城镇年龄结构的影响； 𝑔𝑢𝑦,𝑡 ≡ ∏ (
1+𝑔𝑢,𝜏

1+𝑔𝑦,𝜏
)𝑡

𝜏=1 − 1，是城镇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相对

于全国人均 GDP 的累积增速差额，代表了城镇除年龄结构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经过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 GDP 比重的因素分解方程及其简

化表达式： 

𝐻𝑟,𝑡 𝑌𝑡⁄ = (ℎ̅𝛼,𝑟,0 �̅�0⁄ ) ∙ (1 − 𝜇𝑡) ∙ ∑ (�̅�𝑎,𝑟𝑛𝑎,𝑟,𝑡)𝑀
𝑎=1 ∙ ∏ (

1+𝑔𝑟,𝜏

1+𝑔𝑦,𝜏
)𝑡

𝜏=1    （11） 

𝐻𝑟,𝑡 𝑌𝑡⁄ = �̅�𝑟 ∙ (1 − 𝜇𝑡) ∙ 𝐷𝑟,𝑡 ∙ (1 + 𝑔𝑟𝑦,𝑡)         （12） 

式（11）和（12）中变量的含义与城镇部门的对应表达式类似，其中，𝑛𝑎,𝑟,𝑡 =

𝑁𝑎,𝑟,𝑡

(1−𝜇𝑡)∙𝑁𝑡
表示农村居民中第 𝑎 年龄组人群的比重；�̅�𝑟 ≡ ℎ̅𝛼,𝑟,0 �̅�0⁄ 是起始年农村基准年龄组

的人均卫生费用占全国人均 GDP 的比重，为常数；(1 − 𝜇𝑡)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

表城镇化的影响；𝐷𝑟,𝑡 = ∑ (�̅�𝑎,𝑟𝑛𝑎,𝑟,𝑡)𝑀
𝑎=1 是农村全体人口相对于农村基准年龄组的加权人

均卫生费用倍数，代表农村年龄结构的影响；最后，𝑔𝑟𝑦,𝑡 ≡ ∏ (
1+𝑔𝑟,𝜏

1+𝑔𝑦,𝜏
)𝑡

𝜏=1 − 1，是农村基准

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相对于全国人均 GDP 的累积增速差额，代表农村除年龄结构以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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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的影响。 

第四步，计算得到卫生费用占比的完整因素分解式。把公式（10）和（12）代入公式

（1）中，得到： 

𝐻𝑡 𝑌𝑡⁄ = 𝐻𝑢,𝑡 𝑌𝑡⁄ + 𝐻𝑟,𝑡 𝑌𝑡⁄ = �̅�𝑢 ∙ 𝜇𝑡 ∙ 𝐷𝑢,𝑡 ∙ (1 + 𝑔𝑢𝑦,𝑡) + �̅�𝑟 ∙ (1 − 𝜇𝑡) ∙ 𝐷𝑟,𝑡 ∙ (1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 , 𝐷𝑢,𝑡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13） 

从（13）式可以发现，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的变化受到三个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

分别是人口城乡结构（ t ），城镇年龄结构（ ,u tD ）和农村年龄结构（ ,r tD ）。此外，城

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变化中不能被上述因素包含的其他因素分别被归入城镇其他因素

（ ,uy tg ）和农村其他因素（ ,ry tg ）。 

第五步，对任意两个年份间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进行分解。利用（13）式，我们可以

把任意两个年份间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分解成五个部分，分别代表前述五种因素的影响，

具体表达式如下： 

∆(𝐻𝑡 𝑌𝑡⁄ ) = (𝐻𝑡 𝑌𝑡) − (𝐻𝑡−1 𝑌𝑡−1⁄ )⁄  

=  𝑓(𝜇𝑡 , 𝐷𝑢,𝑡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1 ,  𝑔𝑟𝑦,𝑡−1) 

= [ 𝑓(𝜇𝑡 , 𝐷𝑢,𝑡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1 ,  𝑔𝑟𝑦,𝑡)]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1 ,  𝑔𝑟𝑦,𝑡) − 𝑓(𝜇𝑡−1 , 𝐷𝑢,𝑡−1 , 𝐷𝑟,𝑡−1 , 𝑔𝑢𝑦,𝑡−1 ,  𝑔𝑟𝑦,𝑡−1)]           

（14） 

在（14）式中，最后分解出来的五个部分分别代表任意相邻年份之间的人口城乡结

构、城镇年龄结构、农村年龄结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其他因素这五个因素的影响。其

中，前三项为人口结构因素，后两项则为非人口结构因素。①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卫生费用

占比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特点在于引入卫生费用的城乡二元结构特

征，使其能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并且把城镇年龄结构和农

村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也进行了区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转型且存在

                                                   
① 除城乡结构和年龄结构外，性别结构也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下文分析的样本区间（1990-

2020）内，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幅度较小，而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要剧烈得多，因此

性别结构对卫生费用动态变化的影响远小于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并没有进一步考虑

性别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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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该模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口结构因素和卫生费用

占比变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该模型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计算复杂

度较高，尤其是最后的分解方程并不能表现为常见的指数相乘形式，使得因素分解方法变

得比较累赘，同时该分解方法对于微观基础数据的要求也较高，工作量较大。 

 

四、数据处理过程和对数据基本特征的说明 

 

接下来将应用该模型，使用中国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解。本部分将阐述因素分解所使

用变量的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根据式（9）和式（11）可知，因素分解过程中需要使用的

变量包括：（1）历年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2）历年城镇人口比重和人均 GDP 增

速；（3）历年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 GDP 的比重；（4）城镇和农村分年龄

段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下面我们对所涉及数据的来源和处理过程进行说明，并对其中涉

及的中国人口结构和卫生支出结构的特征进行简单说明。 

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普通年份的分年龄人口统计数据与普查或抽查年份

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仅使用人口普查和 1%抽查年份的人口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后文分析

中将以每 5 年作为间隔进行分解。各年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口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

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因为老

龄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最大，我们对城乡间不同年份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对比（见图 2）。

可以发现，不管使用 60 岁还是 65 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门槛，城镇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

和老龄化速度都在 1995 年以后发生明显分化：农村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在 1995 年后即高于

城镇居民，且两者间差距不断拉大。在 2010 年以前，在乡-城移民的影响下，受益于移入

城镇的年轻人口，城镇老龄化问题得到很大缓解，但同期农村老龄化进程则大大高于城镇

[25]。2010 年以来，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都持续上升，但同期农村老龄化速

度依然快于城镇，城乡老龄化程度的差距迅速扩大。如城乡间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差距

已从 2010 年的 2.3%扩大到 2020 年的 6.6%。可见，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

从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扩大。城镇老龄化进度在 2010 年以来有所加速，但其老龄化

的程度和速度都依然远低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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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镇和农村老龄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

《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城镇人口占比和人均 GDP 增速。各年城镇人口占比①和人均 GDP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 2021》，并计算出相邻年份间的人均 GDP 增速。 

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 GDP 比重。从 1990 年开始，卫生总费用数据开

始分成城镇和农村两部门分别统计。基于这一数据约束，后文只对 1990 年以来的卫生费用

占比变化进行分解。历年的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

计年鉴 2021》，并根据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②；历年 GDP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2》，使用这两部分数据可以分别算出城镇卫生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各自占 GDP 的比

重。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见图 3。2000 年以前，两个指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2000 年以

后，农村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过程；城镇卫生费用占 GDP 比

重虽然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从 2017 年开始，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不再分别统计，因此 2020 年的数据为估算数据，估

算过程将在本节的最后部分加以说明。 

                                                   
①在城乡人口频繁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区域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并不对应。由于本文所使用的人口统计

的城乡划分以常住人口为准，而不少医疗服务和卫生费用统计的城乡划分往往跟户籍人口有着紧密关系，

前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本文计算结果存在偏差，比如会高估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

费用，从而可能高估农村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② “卫生总费用”统计数据随年份有一定的口径调整，具体来说，卫生总费用从 2001 年起不含高等医学教

育经费，而从 2006 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为了让前后统计口径保持一致，本文对城乡卫生费用和

总卫生费用数据进行如下调整：考虑到高等医学教育经费主要用在城镇部门，本文从 1990、1995 和 2000

年的卫生总费用和城镇卫生费用中扣除了对应年份的高等医学教育经费；而由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从

2004 年开始实施，且头两年主要用在农村部门，在 2005 年的卫生总费用和农村卫生费用中增加了 2005

年的城乡医疗救助经费。其中，2005 年城乡医疗救助金额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21》，1990、1995

和 2000 年的高等医学教育经费金额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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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2020 年的数据为估算数，估算过程在本节的最后部分加以说明。其他年份的城镇和农村

卫生费用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 GDP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2》。 

 

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这里需要用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分别构建城

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曲线。本文使用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2013）数据来构造该曲线。在常用微观调查数据中，该数据相比来说具有样本规模

大（样本数达到 6 万多个）、覆盖面广（涵盖所有年龄段和不同区域）等优点，且样本的

城乡-年龄分布与中国实际人口结构非常接近。首先，我们得到调查对象的个人医疗支出金

额。接着，剔除极端值后分别把城镇和农村样本分成不同年龄段，计算出城镇和农村不同

年龄段群体的人均医疗支出。最后，分别从城镇和农村居民里选取其中一个年龄段人群作

为基准组，根据式（4）对不同群体的人均医疗支出进行标准化。在实际计算中，我们把城

镇和农村人口分别分成 17 个年龄段（即取 M=17），其中 0-79 岁人口按照每 5 岁一组分成

16 组， 80 岁及以上的超高龄人口单独合并为一组；在基准群体的选定中，我们以城镇和

农村中的 40-44 岁群体分别作为两个区域的基准年龄组，以该群体的医疗支出为 1，计算

得到两个部门其他年龄群体的相对医疗支出，我们以该指标作为人均相对卫生费用的代理

变量。至此，我们分别计算得到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我们在后面的计

算中假设该结构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城镇和农村人均相对卫生费用随年龄变化的曲线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有如下特征：（1）不管是城镇还是农

村，人均相对卫生费用随年龄的变化趋势都呈现为略有波动的 J 型，并存在三个峰值，依

次为 0-4 岁（婴儿期），25-34 岁（女性生育期）和 60 岁以上（老年期）。这个特征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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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①中年龄别住院率的变化趋势相一致，也跟利用其他微观数据得

到的变化趋势相一致[26-27]。（2）在老年人中，超高龄老人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上述发现也跟已有的关于老年人医疗支出趋势的研究相吻合[27]。（3）分年

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存在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老年人部分。在城

镇地区，70-79 岁老年人的人均卫生费用大约是 40-44 岁人群的 3 倍多，而在农村地区，这

个数字只是 1.5 到 1.7 倍。也就是说，农村老年人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低得多，这也跟已有

研究对中国卫生支出现状的描述相符[15,17]，城镇和农村在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上的这

一区别再次说明把城乡差异纳入分析的重要性。 

  

 

图 4:城镇和农村的分年龄人均卫生费用结构 

说明：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 计算而得，计算方法见式（4），分别以城镇和农村

40-44 岁群体为 1 而得到其他群体的相对支出。 

 

通过上面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我们分别获得了如下变量的取值：历年农村卫生费

用和城镇卫生费用分别占 GDP 的比重、历年城镇和农村分年龄人口比重、城镇和农村分年

龄人均相对卫生费用、历年城镇人口比重、历年人均 GDP 增长率。把上述数据分别代入

（9）和（11）式就可以分别计算得到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人群历年的人均卫生费用。另

外，由于在 2016 年后，城镇和农村卫生费用不再分别统计，这里假设 2015-2020 年间城镇

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增长速度相同，从而根据（13）式中城乡合计卫生费用

                                                   
① “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由卫生部（其中 2013 年更改为“国家卫生计生委”，2018 年更改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统计信息中心每 5 年公布一次，目前已经公布六次，分别为 1993 年、1998 年、2003 年、2008

年、2013 年和 2018 年。最新的数据见：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2018 年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

计调查报告》，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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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的计算公式，计算出 2015-2020 年间两个区域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增长率，并

推算出 2020 年两个区域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至此，利用（14）式进行因素分解所

需要的各变量都已计算得到。把上述变量代入（14）式中，我们就可以把相邻年份间卫生

费用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农村年龄结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

村其他因素等五个因素的影响。下一部分将对分解结果进行分析。 

 

五、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根据第四部分可知，受限于数据的统计口径和可得性问题，我们只能对 1990-2020 年

间每 5 年的变化进行因素分解。本部分对分解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表 1 展示了五个影响

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及在整个长时期内的累计影响。表 1 中的前五列数据分别代表了五

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导致卫生费用占比变化的幅度，根据（14）式可知，五个因素的影响加

总正好等于该期间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即表 1 中的第六列数据。从表 1 可知，从 1990 到

2020 年，除了 1990-1995 年间外，卫生费用占比在其余时段都呈上升趋势；1990-2020 年

间，卫生费用占比一共提高了约 3.19 个百分点。下面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分别进行说明。 

 

表 1 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时期 
人口城

乡结构 

城镇年

龄结构 

农村年

龄结构 

城镇其

他因素 

农村其

他因素 

卫生费用占比 

合计变化 

1990-1995 0.126 0.070 0.008 -0.317 -0.322 -0.435 

1995-2000 0.294 -0.038 0.003 0.119 0.682 1.060 

2000-2005 0.380 0.136 0.033 0.104 -0.579 0.075 

2005-2010 0.373 -0.040 0.022 -0.087 -0.047 0.221 

2010-2015 0.342 0.171 0.029 0.024 0.534 1.100 

2015-2020 0.346 0.173 0.056 0.457 0.141 1.173 

1990-2020 累计影响 1.862 0.472 0.150 0.300 0.409 3.193 

（累计贡献率，%） (58.3) (14.8) (4.7) (9.4) (12.8) (100) 

说明：1.此表中的“卫生费用占比”指的是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2.五个影响因素分别对应（14）式

中的五个分解项，详见第三部分说明。3.各因素影响大小的单位为百分点，如表格中最左上角的数字 0.126

的含义是人口城乡结构因素在 1990-1995 年间使卫生费用占比提高了 0.126 个百分点。4.各因素的累计影响

为前面六个阶段的影响加总得到。5.各因素的累计贡献率为其“累计影响”占“卫生费用占比合计变化”的比

重，如人口城乡结构因素的累计贡献率为 1.862/3.193=58.3%。 

 

1.城镇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通过比较五个因素的累计影响可知，人口城乡结构的转变即城镇化是过去 30 年推动卫

生费用占比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从 1990-2020 年整个时期来看，城镇化对卫生费用占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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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58.3%，是最大的单一影响因素，而且和其他四个因素相比，其作用

的稳定性也最强。1990 到 1995 年，城镇化使卫生费用占比一共上升了 0.126 个百分点；此

后，城镇化的影响不断提高，在 1995-2000 年间让卫生费用占比提高 0.294 个百分点， 

2000 年以后更是每 5 年让卫生费用占比提高超过或接近 0.35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

2010 年以来，虽然城镇化的速度并没有减慢，但随着近年来卫生支出城乡差异的缩小，城

镇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开始有所降低。 

2.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首先，分析城镇年龄结构的影响。从整个时期来看，城镇年龄结构是第二大影响因

素，对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14.8%。但是，该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很强的阶

段性差异，其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主要集中在 2010 年以后。2010 年以前，城镇年龄结

构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时段呈现出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乡城人口转移大大减缓

甚至在某些阶段逆转了城镇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但 2010 年以后，随着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

的持续提高，该因素已逐步成为推动卫生费用占比上升的主导因素之一，其对卫生费用占

比提升的促进作用大约为城镇化的一半。 

其次，分析农村年龄结构的影响。从整个时期来看，农村年龄结构只导致卫生费用占

比提高了 0.15 个百分点，对卫生费用占比变化的整体贡献率只有 4.7%，不到城镇年龄结

构影响的三分之一。但是，受到农村人口持续老年化的推动，该因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相

对平稳。2000 年以后，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提高，其影响有所上升；2015-2020 年，农村

年龄结构的影响几乎翻番，主要反映了 2015 年以后农村人口的加速老龄化。尽管农村老龄

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农村年龄结构影响的绝对值却大大低于城镇，这突出反映

了城乡之间在卫生支出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 

最后，我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和展望。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

用占比的影响由城镇部门主导。虽然中国的整体人口老龄化速度从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就不

断提高，但由于 2010 年以前老龄化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对整体卫

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尚不明显，甚至在某些阶段因为城镇地区的老龄化减弱而呈现出降低卫

生费用占比的效果。直到 2010 年以后，随着城镇地区老龄化程度的稳定提高，年龄结构对

卫生费用的影响才大大加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2010 年以后中国整体人口老龄化已开始

加速，但由于这种加速截止目前还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老龄化加速对卫生费用占比

提高的影响尚未变得突出。可以预计，今后随着城镇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后续乡城人口转

移对城镇年龄结构的优化作用不断减退，年龄结构转变对提高卫生费用占比的促进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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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断增大。 

3.其他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 

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以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相对于人均 GDP 的增速来代表人

口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当该相对增速为正时，即表示其他因素促进了卫生费用占

比的提高。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城乡差异。在阶段性差异方面，从

1990 到 2010 年，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地区，其他因素的累计影响均为负值，这也使卫生

费用占比的上升趋势在这一阶段相对平缓。直到 2010 年后，其他因素开始成为卫生费用占

比上升的主要推动者，这主要体现了医疗卫生体系一系列改革的影响，包括 2007 年以来全

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 2009 年开始推动的新医改的影响。在城乡差异方面，从整

个时期来看，城镇和农村其他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提高的累计贡献率分别为 9.4%和

12.8%，这说明该时期农村居民基准年龄组的卫生费用增长速度要高于城镇居民，该结果

显示城乡卫生支出的二元结构有所改善。 

4.人口结构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比 

从表 1 的分解结果，对比人口结构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虽然短期内非人

口结构因素可能会对卫生费用占比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但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因素依然占

据主导地位。比如在 1995-2000、2000-2005 和 2010-2015 年这三个时期，农村其他因素都

是对卫生费用影响最大的单一因素，这说明医疗卫生政策调整等非人口结构因素在短期内

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作用时间较短，同时波动性较大，因此累

计影响效应较小；相比之下，城乡结构和年龄结构等人口结构的作用往往是持久且方向明

确的，因此其累计效应要远大于其他因素。从长期来看，从 1990 到 2020 年，城乡结构、

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等三个人口结构因素分别贡献了卫生费用占比总上涨额的

58.3%、14.8%和 4.7%，合计达到 77.8%，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的作用。 

 

六、主要贡献 

 

本文关于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跟已有相关研究的结果存在

差异，本部分将对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本文对已有研究的补充意义进行讨

论。 

1.更全面地测算了人口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的整体影响 

本文利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法得到的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费用的影响远高于其他

已有研究的测算结果，主要原因是本文模型把城镇化这一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从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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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项（即“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详见第三部分的说明）如表 1 的分解结果所

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且处于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体里，

城镇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非常重要。已有因素分解研究中分解出来的人口结构因素主

要指年龄结构，且研究所分析的时间段也跟本文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跟已有研究的结论

进行对比，我们需要对表 1 结果做进一步梳理。首先，我们把前述的五个影响因素合并为

人口城乡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和其他因素三大类；然后，分别按照 1990 年代、2000 年代

和 2010 年代来汇总其影响（汇总结果见表 2）。可以发现，如果只考虑年龄结构，其对卫

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在 2000 年以前并不大，对卫生费用占比上涨的贡献率为 6.8%，这个数

字跟只对年龄结构进行分解的其他因素分解法研究的结论相仿；虽然到了 2000-2010 年间

其影响有所提升，但绝对值依然较小，直到 2010 年以后其影响才有所增大，上述结果也跟

其他相似研究中的结果比较接近。 

 

表 2  分时期三大类因素对卫生费用占比影响的分解结果 

年代 城乡结构 年龄结构 其他因素 合计 

1990-2000 0.420  0.043  0.162  0.625  

（贡献率，%） (67.2) (6.8) (25.9) (100) 

2000-2010 0.754  0.151  -0.609  0.296  

（贡献率，%） (255.1) (51.1) (-206.2)  (100) 

2010-2020 0.688  0.428  1.157  2.273  

（贡献率，%） (30.3) (18.8) (50.9) (100) 

1990-2020 累计 1.862  0.622  0.709  3.193  

（贡献率，%） (58.3) (19.5) (22.2) (100) 

说明：1.“年龄结构”即表 1 中的城镇年龄结构和农村年龄结构两个因素影响之和；“其他因素”即表 1

中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其他因素两个因素影响之和。2. 某一时期的影响是其涵盖的各子时期影响之

和，如城乡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在 1990-2000 时期的总影响是两个子时期（1990-1995 和 1995-2000）影响

之和，即 0.420=0.126+0.294（其中 0.126 和 0.294 两个数字来自表 1）。3.各因素影响大小的单位为百分

点。 

 

2.深化了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影响的认识 

本文通过分别测算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加深我们

对整体年龄结构转变和卫生费用占比变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是

相关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且已有研究主要以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作为分析对象。但

是，中国城乡之间在卫生支出结构和人口结构演变上存在两个重要差异：（1）农村地区老

年人相对年轻人的卫生支出倍数低于城镇地区；（2）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和速度都高于

城镇地区。因为存在上述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老龄化速度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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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差异。表 3 比较了不同时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变化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可以

发现，在整体人口老龄化的初期（1990-2000 年间），由于老龄化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

城镇地区基本没有出现老龄化现象，使得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体卫生费用增

长的影响较小；该时期全国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镇和

农村年龄结构转变合计只会导致卫生费用占比提高 0.031 个百分点。在整体人口老龄化开

始加速的时期（2010-2020 年间），伴随着城镇人口也开始稳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对卫

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开始显著变大；该时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城镇和农

村年龄结构转变合计将可引起卫生费用占比提高 0.093 个百分点，是 1990 年代的 3 倍。展

望未来，随着城镇人口开始步入加速老龄化时期，全国层面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

占比的影响将持续增大，未来进一步老龄化带来卫生费用占比的提高速度将远高于过去。 

 

表 3  不同时期全国老龄化速度和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对比 

时期 

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

比的影响 

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变化 
 (1)/(2) 

(1) (2)  

1990-2000 0.043 1.39 0.031 

2000-2010 0.151 1.91 0.079 

2010-2020 0.428 4.63 0.093 

说明：1.“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来自表 2，单位为百分点；2.“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数据来自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为百分点；3.第 3 列计算结果表示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提高一

个百分点，城镇和农村年龄结构转变合计带来的卫生费用占比的变化。 

 

3.更准确地测算城乡卫生费用的真实差距变化 

因为城镇和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对比两者的人均卫生费用并不能

完全体现城乡卫生差距的真实水平。更好的衡量方法是对城乡同一个可比群体的人均卫生

费用进行对比。利用第四节中收集的数据代入到（9）式和（11）式中，可计算得到历年城

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40-44 岁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图 5 展示了这两个群体的人均卫

生费用之比随时间的演变。该结果显示，在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后，当前城乡之间的卫生支

出差距处于 199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 1995-2000 年以及 2010-2015 年这两个时期则是城

乡卫生差距缩小的主要时期。对于 40-44 岁群体来说，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已经

从 2.5 倍以上降低为不到 2 倍。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城乡之间人均卫生费用随年龄

变化的趋势存在显著差异（见图 4），城乡老年人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要远大于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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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40-44 岁群体）的人均卫生费用之比 

说明：城镇和农村基准年龄组的人均卫生费用分别根据（9）式和（11）式计算得到。 

 

七、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方法进行改进，并重新测

算了 1990-2020 年间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变化的影响。 

首先，基于中国卫生支出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本文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分解

方法进行改进。该改进模型既能把人口城乡结构转变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又能区分城镇

和农村年龄结构的各自影响，并最终把全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以下简称“卫生费用

占比”）的变化分解为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年龄结构、农村年龄结构、城镇其他因素和农村

其他因素等五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前三个为人口结构因素。 

其次，利用改进后的因素分解方法，本文重新测算了 1990-2020 年间不同因素对中国

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1990-2020 年间，三个人口结构因素合计对卫生费

用占比变化的贡献率达到 77.8%。其中，人口城乡结构的转变即城镇化在整个时期对卫生

费用占比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58.3%，是最大单一影响因素，且其作用在不同时期都非常稳

定。年龄结构对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呈现出很强的城乡差异和阶段性差异。城镇年龄结构

转变虽然在 1990-2020 年整个时期的累计贡献率只有 14.8%，远低于城镇化，但在 2010 年

以后其作用显著提高，已逐步成为推动卫生费用占比上升的主导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尽

管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比城镇严重，但农村年龄结构转变的累计贡献率却只

有 4.7%，不足城镇的 1/3。 

最后，本研究还在如下方面深化了对人口结构和中国卫生费用之间关系的认识，包

括：（1）本文测算的人口结构因素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大大高于其他类似研究的测算结果，

主要原因是本文使用的改进模型可以把城镇化这一重要的人口结构因素从因素分解的剩余

1.5

2

2.5

3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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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即“其他因素”）中分离出来，这对正在经历快速城镇化的中国经济的分析非常重要。

（2）本研究深化了年龄结构对中国卫生费用影响的认识，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影

响的非线性特征。由于过去老龄化加速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农村老年人口的卫生

支出较低，因此整体来看，老龄化对整体卫生费用占比的影响尚不突出；未来，随着中国

人口老龄化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将大大增强。（3）本

研究测算了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后城乡卫生支出差距的变化，结果显示，城乡卫生支出的二

元结构从 2010 年以来有了一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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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mographic shift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ealth cost changes. Based on 

China’s urban-rural dual track health care system,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cost, which helps u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health cost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In this model, we first separate the 

shift in the urban-rural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from other factors, and then divided the age structures 

effect into urban age structure and rural age structure effects. Finally, we refine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to three components: urban-rural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urban age structure and 

rural age structure. Using the improved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 abov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n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factors to the change in the ratio of total health cost to GDP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1990-2020. More specifically, demographic structure factors combined 

contributed 77.8% of the ratio’s increase. Of which, urban-rural composition changes (urbanization) 

contributed 58.3%, urban and rural age composition changes contributed 14.8% and 4.7% 

respectively.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factors. Firstly, urbanization was the major driver of health cost boost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its effect had been smooth. Secon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urban-rural and stage-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age structure. Concerning different sectors, though rural sector 

had a higher and faster population ageing, its age structure effect had been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urban sector. Concerning different periods, the overall effect of age structure was relatively low 

before 2010, because population ageing mainly happened in the rural sector. However, sin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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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effect of age structure had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s urban aging begins to accelerate, 

and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rapidly in the future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shift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Finally,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urban-rural gap on health 

cost has been improv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fter deducting the effect of age structure. 

Keywords: health cost; urbanization; age structure; urban-rural difference;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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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关键点在

“富裕”与“共同”两方面。一方面“富裕”要求我国经济必须保持可持续的增长，体现了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共同”要求我国不断完善发展收入分配，减少收入分配不公，

这又界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性质。要在认识和把握好生产力、收入分配与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规律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共同富裕。具体来说，要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发挥我国基

本制度优势，在财力可持续的前提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平衡协调发展中提升社会生产力

质量，在收入差距缩小中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政治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做了系统阐

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分阶段促进共同

富裕，实现全体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虽然绝对贫困问题当下已经得到解决，

                                                   
①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非威慑因素的助推机制设计:来自随机自然实地实验的证据”

（72273145）。 

作者简介：代志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国与法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博

士生导师；魏天骐，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马睿文（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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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在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制度安排并未充分发

挥效能，导致各部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的

背景下出发，依托政治经济学视角，从理论逻辑、关键问题、实施路径三个方面，对实现共

同富裕作进一步探讨。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具备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外，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

色。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现代化是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

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础上。而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的先天性弊端。

对外，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殖民侵略和战争，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对内，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坚持把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着力维护和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

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要追求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

平衡好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

的质量决定了共同富裕的成色。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外环境

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解决经济

发展结构性矛盾、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的最优选择，同时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另一

方面，共同富裕也会促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1]。

最后也要注意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下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格局与发达国家状况不

同，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相对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相对低的收入差距水平并存，因此，

衡量好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共同富裕所要关注的重大

命题。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共同富裕”目标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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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终落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富裕”要求经济增长，体现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共同”要求收入分配改善，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性质。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基础。在社会

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没有到一定体量的情况下，空谈收入分配只会是走整齐

划一的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在当前发展阶段下，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1]。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从而为分好“蛋糕”提供坚

实基础。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

了社会中每个人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从而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和促进生产率提高。悬殊的

贫富差距不仅可能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会制约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保证收入分配格局处于合理区间，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 

经济增长目标决定了收入分配改善是动态向前的。在当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下，“多种

所有制并存”仍有必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价值规律和分配规则决定了劳动生产率虽得以

提高，但劳动报酬无法与劳动生产率实现同步增长[2]，这使得收入差距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有

所扩大。但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违背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在

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中的暂时性现象，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同时也要意

识到，只有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才能在长期中更好地发展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

增长。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公

有制则从根本上克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性的对抗性矛盾[3]，可以极大促进社会生

产扩大，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使人民在劳动中获取应得的财富，从而有利于

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目标决定了经济增长是平衡协调包容的。马克思认为，分配公平包括禀赋公平、

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三种，分配公平是客观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我国改

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制于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以增长优先，相应的要素配

置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的分配不均问题[4]，例如区域不均衡、城乡二元化等。现发展阶段，收

入分配改善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要求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权利结构与分配制度。这意味着，

要促使与规范不同行业的成员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获取收入与财产，平等地保护各类产权主

体，平衡协调各地区发展，有效约束政府以及产权主体行为，破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减

小区域发展差距。通过制定公平的分配规则，形成一个使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满意，激励他

们进行创造的制度环境，实现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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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与“富裕”辩证统一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富裕”体现经济增长，激发市场活力，

不断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这是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同时“富裕”的实现也决定了收入分配的

渐进特点。“共同”体现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地进行财富的分配，使劳有所得、产有所获，这

既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也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平衡协调的要求。 

 

三、我国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问题 

 

（一）初次分配改善中我国制度优势潜力仍存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市场力量主导下初次分配差距随着市

场力量壮大而有所扩大，这是市场机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

构调整升级快速推进，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阶段。这一过程提高了对

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的相对需求，恶化了要素分配格局和扩大了收入差距[5]。有测算表明，我

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这一初次分配结果略高于发达国家但相差不大[6]。然而，影响初次分

配结果的关键制度因素是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我国在这两方面上与发达国家均有明显差

异。这表明，在初次分配中，仍有进一步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空间。 

对于基本分配制度，从劳动与资本间关系来看，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中

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不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仍有发力空

间。我国 1980-2020 年间平均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为 68.10%，较 G7 国家均值 74.56%低 6.46

个百分点[7]。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8]998-999，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一定的

分配关系[9]17。从生产关系看，生产对劳动的依赖程度越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地位越重要，

反之亦然。相较于发达国家，当前我国生产中资本的重要性有所提升，这在于我国目前的经

济结构变迁使得生产对高技能劳动和资本的相对需求有所提高[5]，而在发达的经济结构中这

种变化已较为平缓。在这一经济结构转变中，基本分配制度发力空间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生

产力变动所带来就业冲击的缓冲能力不足，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升；二是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引导调节力度不足，部分行业中劳动者报酬被资本收入挤压[10]。 

对于基本经济制度，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间关系来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收入分配改善中仍有潜力。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整个经

济关系的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11]42，所有制差异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分

配方式不同，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下，劳动产品自然也归共同所有，因此相较于非公有制经

济，公有制更加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其在分配方式上更有利于劳动要素。二是分配关系不

同，公有制经济生产的收入最终归集体所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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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资本收入的最终用途不同。然而，当前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在 GDP 总

量、资产总量、企业数量、就业人数总量等指标中的比重都在 50%以下[12]，其发展中也出现

了结构不完善、制度不健全、运行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公有制经济仍需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 

（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受到财力水平的制约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13]。然而，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总量和结构上较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考虑到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高对其收入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与当前阶段社会保障低支出水平相对应的是，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直接税和社会保

险缴费占 GDP 比重也较低。与社会保障最为相关的直接税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所得税，

2019 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 GDP 比重为 1.05%，较 OECD 国家平均水平低 6.99 个百分点，

较 G7 国家平均水平低 8.69 个百分点；我国社会保险缴费占 GDP 比重为 5.84%，较 OECD

国家平均水平低 3.09 个百分点，较 G7 国家平均水平低 4.57 个百分点（图 1）。 

直接税和社会保险缴费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其增加受制于经济发展现实，历

史上，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导致了财政危机、经济波动和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后遗症。与

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在层次上以第一层次即政府供给为主，市场与社会力量较发达国家严

重不足，这严重制约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要想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前提下进一

步提高社会保障整体水平，适当提升市场和社会力量在提供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发展多层次

社会保障势在必行。虽然二、三层次即市场和社会供给的社会保障不会对可支配收入基尼系

数的下降产生直接影响，但在政府引导下其科学有序的发展能够切实改善民生，可作为政府

再分配政策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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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 年各国再分配政策相关收入占 GDP 份额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 2019 年国家统计局核算数、财政部核算数和 OECD 核算数整理。 

 

（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性问题尚未解决 

“富裕”体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共同”界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富裕的实现

则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前置任务。当

下我国经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生产力水平高低又决定分配关系，生产力发展为分配提供物质基础，如果不继续把蛋

糕做大做好，只是依据现在的规模把蛋糕分来分去，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最后不会实现

共同富裕，只会共同贫穷[14]3。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373。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需要分阶段推进的。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不仅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解决当下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重要

途径，而且也为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解放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方法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快速增长，但 2011 年城镇化率到达 50%后出现增

速拐点（见图 2），城镇化水平由高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并伴随着发展质量减缓、发展结构

性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为城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并未能与工业化水平发展实现协

调促进，城镇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根据黄群慧等（2021）对国际投入产出数

据和世界银行国际发展指标的研究，2000-2014 年，G7 国家的工业化率稳定在 25%左右，而

城镇化率却已达到 75%，城镇化率大约为工业化率的 3 倍，具有显著的高城镇化率的特征

[16]。而 2021 年，我国通过测算的工业化率为 39.4%，城镇化率却依然仅有 64.7%（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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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仅为工业化率的 1.64 倍。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内容，而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中

国长期的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发展失衡现状抑制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也限制了工业化

进一步深化及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此外，在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配套的户籍改

革制度不完善，“半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许多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因诸多原因没有城镇

户口，虽被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中，却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等同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兜底

性公共服务。在消费需求上，半城镇化地区由于资源的分散很难形成集聚优势，抑制了城市

化对消费的提升，造成消费拉动生产力增长并刺激经济发展效果弱。2021 年末，全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 64.7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却只有 46.7%[17]，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半城镇化”现象不容忽视。 

 

 

图 2：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除城镇化发展程度受限外，农村地区发展吸引力弱，农业现代化进程慢也是阻碍生产力

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原因之一。大城市具有较强的人口虹吸效应，大量的农村人口转至城市进

而导致农村“三留守”问题突出，这无疑给农村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

守儿童共有 643.6 万[18],留守妇女约为 4700 万，留守老人约为 1600 万 [19]。农村抚养比也从

2005 年的 45.99%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58.71%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扩大。巨大的

劳动力缺口，和人口整体素质偏低又进一步造就了农村发展在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劣势，

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使得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不能更好的提高。 

（四）当前较大收入差距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远景目标，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如何处理好由于收入分配

不合理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首要内涵[20]。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21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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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效率优先论无法继续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历史性作用，原因在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导致指令性计划和分配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供需关系，同时经济增长的目的应是尽快

摆脱当时社会贫穷的现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效率优先逐渐演变成能力优先，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则就享受更多的资源倾斜，“先

富后富”慢慢变成“先富再富”。因此，推进共同富裕要辩证地看待效率优先论，避免因资源

禀赋的不同进一步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贫富差距的结构性问题很难发生改变。从收入分

配结构上看，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构成全国收

入差距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21]。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上来看，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0 年的不足 4000 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3.51 万元①，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呈现出一路攀

升的态势（见图 3），整体收入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然而到 2015 年以后，这种整体的收入增加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趋于减弱。从城镇、农

村内部收入差距来看，依据收入来源的不同，近二十年来，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都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见图 4）。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1 年中国

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和收入规模近年来都在迅速增加，如果转移性支付

这种分配调节政策力度不够，将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问题。同时，作为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

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又将带来财产积累差距的扩大，从而影响居民的长期财富水平。 

 

图 3：2000-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收入比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20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整理。 

 

                                                   
①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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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00-2020 年城乡、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20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整理。 

 

此外，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是“公平”问题，还会严重拖累一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的基尼系

数近年来维持在 0.46 的水平，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同时高低收入比也处于较高水平，

长期维持在 10.64 水平[22]。Perotti（1993）在大约 30 年前就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增长之

间存在倒 U 型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的资源倾向于少数群体会带来较高的经济增

长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继续采用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会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还会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3]。陆铭等（2005）在一项针对收入差距、

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控制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

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可能实现平等和增长的良性循环[24]。因此，如何合理的通过调节

收入分配格局，并站在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力率的目的下，权衡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将成为当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的有效途径。 

 

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发挥我国基本制度优势 

在我国基本制度优势的更高水平发挥下，经济结构变迁对初次分配格局的负面影响可在

更大程度上被缓解。 

1、发挥基本分配制度优势，拓宽收入增长渠道 

健全薪酬管理制度。一是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改革完善行政事业

单位工资制度，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在劳动努力水平可观测度较高的领域，适当提高岗位绩

效在工资决定因素中占比；引导企业科学确定工资增长率，实现工资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和

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健全欠薪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完善对

欠薪单位的惩戒措施。二是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指导线的形成机制。根据地区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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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物价水平等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积极推行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发挥工会在最低工资标准与工资指导线谈判中的作用。 

完善要素分配制度。一是健全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收益的机制，这一机制

运行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前提。在市场发展的一定阶段中，需运用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支持

市场发展成熟；完善市场监管机制，保障市场有序规范运行。二是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

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的渠道。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畅通自

然资源产权合理流通渠道，为农民获得土地收入奠定基础；根据土地出让收入来源，相应确

定和适当提高其用于农村农业的比例；创新符合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促进家庭资

本要素增收。 

2、发挥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一是巩固和发展公

有制经济，为按劳分配提供更加坚实的所有制基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使国有企业活力进一步释放、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

管理运行机制并探索发展模式，使农民能够更好从乡村振兴中受益。二要加快公有制经济的

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集中，促进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防止对中低技能、中低收入劳动力更有

益的产业在经济中占比过快过早下降，从而实现经济结构变迁中经济社会的平稳过渡。三是

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对民生的保障功能，尤其是困难

群体兜底帮扶和就业公共服务，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鼓励人民群众勤劳致富。一是支持创新创业，优化营商环

境，完善小微创业者扶持政策，拓宽勤劳致富渠道。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培养其“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稳定和民生改

善中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 

（二）在财力可持续的前提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以拉美国家“福利追赶”所导致的财政赤字规模扩张、经济增长停滞为诫，社会保障体系

的健全要坚持以经济增长和财力可持续为前提。 

1、拓宽提升社会保障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针对人民群众重点需求，优先完善关键领域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社会保障建设。积极推进护理保险试点，探索将养老保险与护理保险相结

合的体制机制；处理好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基金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探索各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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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自管转向更高层面统筹的过渡性政策，推进社会保险更加公平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

下新就业形式中的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尤其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和伤害风险保障，更好

保障这些人员的劳动权益，为新业态发展提供支持。二是加大对重点人群的社会救助力度。

完善动态识别机制，根据补助和潜在补助对象的实际情况变化，健全社会补助的进入和退出

机制；完善分级分类补助办法，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补助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补助规

模和办法；建立健全社会补助人群信息库，拓宽动态识别低收入人群的数据来源和技术方法。 

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模式和征管办法，使社会保障更能可持续发展。随着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高，适当提高养老金个人缴费比例，应对老龄化对养老金带来的冲击；协调企业、

政府和个人在医保缴费中的责任，拓宽社会保障收入来源，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根据各领域

社会保障的具体特点，优化基金征收管理，例如加快医保支付模式改革，更好实现科学控费。 

2、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多层次体系 

多措并举，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在供给侧，对人民亟需的商业保险领域和发展

潜力大的商业保险主体、公益慈善组织予以支持，更好满足人民对社会保障的差异化、个性

化需求；通过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引导高收入群体兴办慈善事业；通过税收优惠，引导

企业投资慈善事业；通过明确准入领域和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增强保险市场发展前景的确定

性，激发保险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发展慈善志愿服务，实现个体间互帮互助的良性循环。

在需求侧，适当降低企业社会保障缴费负担，使社会保障缴费对企业而言更可承受；考虑对

个人在商业保险方面支出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扣除；科学使用宣传工具，增强个人在养老、

医疗等的自我责任意识，鼓励个人购买商业保险和参加志愿服务。 

配套以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保险市场和慈善事业发展。健全保险精算体系，确保市场

所提供的保险和服务价格在公平合理范围内；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竞争机制促进社会保障质

量提升和费用下降；完善保险及相关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防范保险产品无法兑付所造成的

金融风险与社会风险；规范慈善机构运作体系，提高慈善基金使用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三）在平衡协调发展中提升社会生产力质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高度发达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是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未来

一段时间，我们应当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理解为广大人民享有均等发展权的重

要体现，本着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解决好当下区域间发展不充分、不协调问题。 

1、加强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劳动生产力质量 

当前社会劳动力市场已从供给过剩转变到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与需求不匹配问题日

益严重的新局面，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应重点关注人力资源市场的建设，进而实现社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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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其一，着重加强劳动力市场完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努力实现劳

动力市场的公平公正，减少因歧视、腐败、性别等因素而造成的额外用工成本；其二，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加大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应充分发挥教育的正外部性作用，结合人力资本投

资收益递减逻辑，推进教育均等化，通过财政支持适当将教育资源由顶尖院校向地方普通院

校倾斜，促进教育资源扁平化发展，使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留住人才，增加城市的人力

资本积累，提升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其三，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激发城镇化发展潜力。逐

步取消户籍制度所赋予居民身份的差别，使得非户籍常住人口拥有与户籍人口在享有基本公

共服务、教育、社保、医疗及养老等方面平等的权力，提高城镇化过程中转移人口的归属感，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户籍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激发转移人群的发展潜能和消费潜

力。 

2、加大资源向农村倾斜，助力农村现代化建设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25]560，马克思

认为自然条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自然条件作为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利用

效率反过来又受农村的发展水平制约，人作为农村发展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其整体素质又决

定了农村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坚持以人的发展是乡村振兴政策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第

一，应创新乡村振兴的人才聚集机制，强化乡村发展的人才吸引能力。长期的城镇化虽然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着强大的要素聚集作用，但伴随着近年来乡村振兴政策的大力推进，以及

城市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城市的要素集中也有朝着周边区域逐步分流的趋势。乡村

人才聚集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将这种要素分流转变为其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可以通过设

立专项基金用于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振兴乡土产业；通过农村创业税收优惠、农业产业

创业孵化平台打造并结合国家相关人才发展政策，吸引具有专业知识的在外务工人员和毕业

大学生回乡创业，提升农村发展的人才粘性。第二，应加强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为农村发

展提供兜底性保障。在持续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基本保障范围前提下，将生育保障、工伤保

险、事业救助等其他保障类项目拓展至农村地区，落实农民的全方位基本权益；此外，还可

以积极推动农业农村投融资体系完善，加大金融支持农产品体系创新力度，为农村人口致富

提供源动力。 

（四）在收入差距缩小中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正确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着力推动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以提高全要素生

产力率为目标，建立健全三次分配机制以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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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夯实物质基础，优化初次分配 

在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分配制度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存在由个

体劳动能力差异带来的分配差距。根据 2020 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

性收入为主的劳动报酬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

高达 67.81%和 76.18%①。因此，要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必须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抵抗新冠疫情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鼓励勤劳

创新致富，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此外，要探索增加城乡居民财产

性收入的路径，长期以来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甚低，财产

性收入不均衡带来的“马太效应”是初次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来源。因此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

的财产性收入，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增加城乡居民住房；进一步健全城乡金融服

务体系，增加城乡居民金融资产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村居民的财产权益。 

2、完善再分配体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共同富裕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充分发挥再分配政策在平抑收入分配差距中的作用，加

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通过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安排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破除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促进

社会纵向流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创新性地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一方面，要坚决保护

合法致富，给中低收入群体创造致富机会，杜绝阶级固化，畅通向上流通渠道。另一方面，

还应加大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的力度，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对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收

入分配管理，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

取非法收入行为。此外，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力度，遏制资

本的无序扩张。 

3、引导支持第三次分配，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的有效补

充。首先，应完善激励社会成员自愿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机制，在财税激励政策方面，加

大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力度，延长相应的结转扣除年限；

在表彰激励政策方面，应探索更为全面的荣誉奖励体制，除对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

成员授予荣誉称号外，还应探索将公益慈善捐赠行为同社会信用记录相结合的路径，给予参

与成员更优惠的金融服务、更优先的社会救助等激励措施。其次，应健全公益慈善事业的监

                                                   
① 数据来源：根据 2021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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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我国慈善组织的快速增长给相应的监管体系带来新的挑战，慈善组织经营团体与捐

赠者之间、捐赠者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公益腐败”、“诈

捐”、“骗捐”等问题不仅会降低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还会损害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降低社

会成员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意愿。因此要加大慈善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慈善机构捐赠收支

明细的信息公开透明度，增加对“诈捐”、“骗捐”等行为的处罚力度，防范出现公益慈善事业

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最后，应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强化社会成员的利他偏好，一方面，

要多渠道宣传公益慈善文化，不断提高互联网和公益慈善事业的融合度；另一方面，要积极

开展公益慈善教育活动，培育社会成员的亲社会偏好，促进人们的亲社会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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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key point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lie in two aspects: "wealth" and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wealth" requires the economy must maintain sustainable growth, 

which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produc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community" 

requires the count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develop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unfairness, 

which defines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e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productiv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ur country's basic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premise of sustain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produ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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